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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的市场化转型带来了政治价值观的变化，进而重塑着个体的政

治参与行为，其中包括网络抗争行为。由于种种限制，互联网并不必然带来

网络抗争，个人的政治价值观是重要的影响因素。基于全国性的概率抽样调

查数据，本文首先构造了个人的政治价值观倾向得分，然后用广义倾向值匹

配估算了政治价值观对批评政府官员或政策和讨论集体行动这两种网络抗

争行为的响应函数和干预效应。结果显示，越趋向自由民主价值观，个人拥

有这两种网络抗争经历的概率越高，且呈现强化趋势。但是，这种作用具有

阈值效应，即自由民主价值观达到较高水平后，更高的自由民主价值观带来

的网络抗争行为的发生概率反而更低。因此，除了来自政府和体制的外在限

制，网络抗争还存在着内生于行动者本身的限制。本文通过实证研究证实了

政治价值观对网络抗争行为产生的内在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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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原有的全能主义体制发生了深刻的转型

（犌狌狅，２０００），市场化重塑着社会价值观和政治价值观。就政治领域而

言，中国民众持有的权威主义或威权价值观（犪狌狋犺狅狉犻狋犪狉犻犪狀狏犪犾狌犲狊）在强

度和广度上有所减弱，而自由民主价值观有所扩张（犣犺狅狀犵，２００５；

池上新，２０１５）。尽管经历了时代变革和世代更替，中国人的主导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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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观依然具有强烈的权威主义特征，即偏好、信任并在一定程度上顺

从权威政府，但同时人们也认为政府应该尊重人的自由发展以及公民

权利。这样一种混杂了自由民主价值观的威权价值观被称为“分化的

后权威主义”（李路路、钟智锋，２０１５）。政治价值观的变迁会影响个体

的政治态度和行为（犐狀犵犾犲犺犪狉狋，１９７７，１９９０，１９９７），当然也包括网民的网

络政治行为，尤其是抗争行为。

互联网的接入为转型期中国的群体性抗争事件和其他非制度化政

治参与提供了新的机会和平台（陈云松，２０１３），个人真实诉求的匿名性

释放也使得对政府官员和政策的网上吐槽与批评日常化，互联网上甚

至不乏对集体抗争行动的讨论和酝酿。然而，网络的传播力和动员力

是否如一些观察者甚至期待者所认为的那样无远弗届、强力有效，这一

问题值得探讨。一些公共知识分子欢呼互联网介入可能带来直接民

主，而晚近基于调查研究的成果则持谨慎怀疑的态度，网络审查、数字

不平等等因素都是其限度所在。艾尔斯（犃狔狉犲狊，１９９９）提出，抗争理念

和策略固然可以借助网络快速有效地传播到全球，也可以大大强化原

本差异化显著的个体和群体共享抗争资源和策略的程度，甚至也展示

出将不可靠和不可证实的信息转化为全球性电子骚乱 （犵犾狅犫犪犾

犲犾犲犮狋狉狅狀犻犮狉犻狅狋）的力量，但网络动员依然有其局限性，除了时间和空间

的限 制 之 外，网 络 能 否 成 为 一 种 塑 造 文 化 同 质 化 （犮狌犾狋狌狉犪犾

犺狅犿狅犵犲狀犻狕犪狋犻狅狀）的力量以利于抗争氛围的营造，依然是未解之谜。

在中国，互联网究竟仅仅是供网民发泄不满的一个渠道，还是有可

能成为网络抗争甚至社会抗议的有效动员工具，或简言之，网络抗争的

限度何在，这是一个值得深究的学术问题，也具有现实意义。网民的政

治价值观植根于个人的特质，同时也是营造网络文化的重要决定因素，

政治价值观对网络批评性表达和抗争行动的影响是值得深入研究的课

题。加里·金等人（犓犻狀犵，犲狋犪犾．，２０１３，２０１４）基于大数据对中国网民

进行了研究，揭示了网络上批评政府官员和讨论集体行动所遭遇的不

同，具有广泛的影响；但由于难以获得网民个体的社会人口学信息，因

此难以对其网上行为的内在影响因素及其限度进行分析。为填补这一

空白，本文使用基于全国概率抽样的调查数据，用实证的方法检验政治

价值观对两种网络抗争行为的影响，旨在深入认识网络抗争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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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依据社会学者和政治学者普遍采用的社会抗议和抗争政治的定义

（犜狅狀犵犪狀犱犔犲犻，２０１３；犈犱狑犪狉犱狊，２０１４；犆犺犲狀，２０１２），本文认为，作为社会

抗议和抗争政治的一种表现，网络抗争是存在于网络上的一种带有反

抗性和反对性的政治行为。互联网拥有一系列特性，包括开放性、反控

制、低成本、匿名性、互动性（李永刚，２００９），这些特性的结合不仅使普

通人有了抗争的机会和平台，而且促进了人们的自我表达，尤其是对不

满的表达（即“吐槽”）。互联网的开放性和低成本为人们提供了丰富的

信息，而匿名性迎合了个体偏好伪装的冲动（犉犪狉狉犲犾犾，２０１２）。关于抗争

行动的一些必备要素如信息传播、认同凝聚、动员平台等，互联网都可

以提供良好的支持。凯利·加勒特（犓犲犾犾狔犌犪狉狉犲狋狋，２００６）总结了互联

网在抗争中的作用，即“作为动员结构”“作为政治机会”以及“作为框架

化工具”，该观点已经广为接受。在这三种作用的互动下，网络空间中

出现了大量的抗争行为。

１．即当地民众对海沧半岛计划兴建的对二甲苯［犘犡］项目所进行的抗争事件。

２．湖北省恩施州巴东县野三关镇雄风宾馆女服务员邓玉娇用水果刀刺死一名涉嫌对其性骚

扰的政府工作人员，刺伤两名，被恩施州公安局认定邓玉娇“防卫过当”，移送检察院起诉。

就中国而言，伴随着一些标志性事件的发生，网络抗争逐渐受到学

界的关注。在２００７年爆发的厦门犘犡事件１中，网络舆情的发酵引发

抗争民众在儿童节“散步”（孙玮，２００７）。２００９年发生的“邓玉娇刺官

案”２是网络抗争向现实行动转化的标志性事件，大批网民不仅在网上

抗争，而且还自发组织了“网民后援团”涌向恩施，一度导致当局封锁当

地港口加以阻止（尹连根，２０１０）。这两个标志性事件使互联网在社会

抗争事件中的动员作用得以展现。当然，随着媒介动员和网络传播在

抗争行动中的作用日渐凸显，一些抗争行动已经将网络和媒体传播视

为一种重要的选择性策略（吕德文，２０１２）。围绕这些标志性事件，国内

对网络抗争事件的研究开始涌现。谢金林（２０１２）和方师师、郭文丰

（２０１４）对网络抗争的类型进行了讨论，前者根据抗争对象、抗争诉求、

抗争形成、抗争程度、抗争结果对网络抗争进行了细致的划分，后者基

于２０１４年中国网络社会形态调查数据指出，网络抗争可以细分为“资

源权力型网络抗争”“公共论题型网络抗争”“价值观念型网络抗争”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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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个人困扰型网络抗争”。在研究方法上，多数研究成果主要采用案

例研究法（李婷玉，２０１１；谢金林，２０１２；刘秀秀，２０１３）。一些论文还对

特定时间段的网络群体性事件进行了比较研究，如李良荣等（２０１３）运

用定性比较分析法（犙犆犃）对２０１０年至２０１１年间发生的１９５个网络群

体性事件进行了大样本案例量化分析，以探索网络群体性事件爆发的

机理；有学者分析了２００２年至２０１２年的１８２个重要网络事件的发生

诱因、表现、结局以及背后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调整（曾繁旭等，２０１４；

钟智锦、曾繁旭，２０１４）。但总体来说，基于个体微观数据对网络抗争行

为的高质量实证研究仍比较缺乏。

网络抗争行动有强弱之分。较弱的抗争活动是对社会与政治事务

的网上吐槽、讨论和辩论，较强的抗争活动包括网络抗争行动（如签名

请愿等）乃至集体行动的网上动员（杨国斌，２０１３）。加里·金等人

（犓犻狀犵，犲狋犪犾．，２０１３，２０１４）考察了两种抗争行为在中国互联网监管下

的不同结果。问题在于，究竟何种因素影响网民投身于何种程度的网

络抗争？很多人仅仅基于发生在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显著性“革命”个

例，就印象式地断定网络抗争的效力无限（犇犻犪犿狅狀犱，２０１０；犉犪狉狉犲犾犾，

２０１２）；但也有学者对此有所质疑，例如，麦考伊和艾尔斯（犕犮犆犪狌犵犺犲狔

犪狀犱犃狔犲狉狊，２０１３）编著的论文集汇集了“网络行动”的系统性研究成果，

其中收录的一些文章怀疑互联网作为社会动员工具的效力，探讨了网

络对抗争行动促进作用的可能限度。网络对中国语境下抗争行动的促

进作用已经获得了研究者的证实（陈云松，２０１３），但是与早期互联网传

入中国可能带来直接民主的普遍乐观不同，近来，互联网在抗争行动中

的限度也得到了更多研究者的关注。首先，数字鸿沟可能加深政治资

源获取的鸿沟，使得原本不具有优势、远离网络技术的人群更严重地被

排除在互联网的影响之外（犖狅狉狉犻狊，２００１），因而网络并不会自发地带来

抗争行动，重要的是人们如何使用了网络（孟天广、季程远，２０１６）。其

次，在斯诺登事件后，技术的两面性凸显，互联网促进直接民主的同时

也为政府的审查和控制提供了便利。政府完全有能力对网络进行监

控，加里·金等人（犓犻狀犵，犲狋犪犾．，２０１３，２０１４）曾研究了中国广泛存在的

网络审查及其效力。再次，黄荣贵等学者（２０１５）分析了４０个拆迁抗争

案例，考察了意见领袖介入与否以及新媒体报道介入与否对这些抗争

成功与否的影响，结果表明，这两个因素都不是抗争成功的充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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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政府介入和中央媒体报道的强干预才是关键，这表明互联网意见

领袖和新媒体的作用都存在限度。最后，黄荣贵等学者（２０１５）也强调

了框架化策略差异的不同结果，即框架化在抗争运动研究中占据重要

地位，是一种有意识的策略性行为；也就是说，更关键的不在于是否使

用了互联网，而在于究竟采取了怎样的框架化策略。郑雯等（２０１５）还

提出了抗争文化框架，包括传统底层道义型框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框

架和现代法理型框架，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论及了价值观对抗争文化营

造的影响。然而，这些研究大多以抗争行动作为研究的基本单位，例如

对抗争行动结果走向的比较和统计分析，而较少关注参与其中的个人

的特征。事实上，个体为何参与抗争行动也应当是重要的研究议题。

就网络抗争的诸多影响因素而言，政治价值观的重要性不容忽视。

价值观是个体对不同情况进行判断的基础，人们通过改变行为来适应

价值观（犅犪犾犾犚狅犽犲犪犮犺犪狀犱犔狅犵犲狊，１９９４），另一方面，价值观也会随着社

会经济政治境况的变迁而发生变化。英格尔哈特和贝克（犐狀犵犾犲犺犪狉狋，

１９７７，１９９０，１９９７；犐狀犵犾犲犺犪狉狋犪狀犱犅犪犽犲狉，２０００）研究了发达国家民众的价

值观从物质主义向后物质主义的转型，对政治文化研究产生了深远影

响。很多学者发明了不少量表，将价值观的度量操作化，并进行了一系

列有关价值观与政治参与的研究。索蒂罗维奇和麦克劳德（犛狅狋犻狉狅狏犻犮

犪狀犱犕犮犾犲狅犱，２００１）的研究在价值观和政治参与之间纳入了沟通模式变

量，发现价值观和沟通模式对政治参与的交互作用。贝思利（犅犲狊犾犲狔，

２００６）的研究则探讨了价值观与媒介使用对政治参与的交互作用。从

物质主义向后物质主义的社会价值观转型自然也会对政治价值观和政

治行为产生影响。英格尔哈特（犐狀犵犾犲犺犪狉狋，１９７７，１９９７）发现，在后物质

主义社会，尽管制度化政治参与的水平更高，但人们依然倾向于参加一

些非传统的政治活动，包括抗争。

政治价值观在建构个人的政治观念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犓犻狀犱犲狉

犪狀犱犛犲犪狉狊，１９８５），而持有不同政治价值观的人会有不同的政治行为。

政治价值观常被区分为“权威主义”与“自由民主”两种基本类型。“权

威主义”或“威权价值观”在有关政治文化的文献中是通用的概念，只不

过一些文献将其对立面称为“自由至上主义价值观”（犾犻犫犲狉狋犪狉犻犪狀）

（犉犾犪狀犪犵犪狀犪狀犱犔犲犲，２００３）或“自由主义价值观”（犾犻犫犲狉犪犾狏犪犾狌犲狊）（犕犻犾犾犲狉，

犲狋犪犾．，１９９８；犔犲狏犻狀狋狅狏犪，２００６），而另一些文献（尤其是关于中国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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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研究文献）称之为“民主价值观”（犱犲犿狅犮狉犪狋犻犮狏犪犾狌犲狊）（犛犺犻，２００１；

犣犺狅狀犵，２００５；犕狅狉狊犲犾犾犻犪狀犱犘犪狊狊犻狀犻，２０１２）。本文在这里不考虑自由至上

主义（犾犻犫犲狉狋犪狉犻犪狀犻狊犿）、自由主义（犾犻犫犲狉犪犾犻狊犿）和民主（犱犲犿狅犮狉犪犮狔）作为价

值观或政治理念在哲学意义上的深刻差别，而将与“威权价值观”相对

应的政治价值观笼统地称为“自由民主价值观”（犾犻犫犲狉犪犾犱犲犿狅犮狉犪狋犻犮

狏犪犾狌犲狊），简称“民主价值观”。

威权价值观植根于社会心理学，有学者已经透彻研究过权威主义

人格（犑狅狊狋犪狀犱犛狋犲狉犾犻狀犵，２０１５），主要表现在个体对权威的态度，即对权

威的敏感、崇拜、依赖和服从，具有我族中心主义取向，对人群持有社会

刻板印象（犛犻犱犪狀犻狌狊犪狀犱犘狉犪狋狋狅，２００１）。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威权价值

观在家族中表现为父权至上，在国家中表现为君权至上（杨国枢、余安

邦，１９９３）。威权价值观有可能使民众对自身的政治能力产生怀疑，对

政治系统回应的预期降低，或过分容忍权威的行为，从而对政治事务持

传统和保守的倾向。马得勇（２００７）对亚洲民主价值观调查数据的分析

发现，相对于西方，在专制和威权统治的漫长历史中形成的威权价值观

在二十世纪与二十一世纪之交仍然支配着东亚地区人们的行为，尽管

该地区的政治体制已经或正在发生深刻的转型。

与威权价值观相比，民主价值观恰恰相反，它体现为个体的公民意

识、权利意识和民主意识的凸显（犕犻犾犾犲狉，犲狋犪犾．，１９９８；犎狅狑犲犾犾，２００６；

犔犲狏犻狀狋狅狏犪，２００６；犔犻，２０１０）。伴随着现代化、世俗化和权威的脱魅化，

民主价值观日趋强烈的人们倾向于更多的政治参与，对政治回应的诉

求更强，同时也可能对政治或政策更加不满。

中国网民就诸多政治、经济、社会议题的争论或争吵随处可见，一

些争论已经脱离理性的轨道，呈现明显的“左”“右”派分化，体现了不同

价值观的激烈冲突（马得勇、张曙霞，２０１４；马得勇、王丽娜，２０１５）。价

值观的冲突所引发的意识形态争议是网民网络行为的一个方面；另一

方面，个体的政治价值观形塑着人们使用互联网的方式，影响着人们的

网络政治参与方式和强度，最终也形塑着网络政治行为的效力。但是，

政治价值观的作用依然有其限度，人们的行为并不完全受价值观支配，

个体的抗争行动还会受到传统因素的影响，理性选择、社会经济地位、

资源（时间和金钱）等都是政治参与的常规解释因素。就利益相关者理

论而言，很多抗争行动的发生起源于利益受损者的不满，而政治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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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中的角色是影响行为的烈度。因而，政治价值观对抗争行为的作

用可能并非连续统一，而是存在一个限度。也就是说，在抗争行为发生

概率已然较高的条件下，政治价值观的影响可能会趋缓，甚至下降，其

他更为关键的因素将主导抗争行为的参与与否。抑或政治价值观的转

变会引发其他影响因素的变化，例如个人的政治效能感，随着个体自由

民主价值观的生发，其政治效能感会下降，投入抗争行动的可能性也随

之下降。据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随着个体的政治价值观从威权价值观向自由民主价值观靠

近，个体参与网络抗争的概率会先升高后下降。

三、数据与方法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北京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２０１４年设计并实

施的“互联网与社交媒体调查”。该调查采用“犌犘犛辅助的区域抽样”

（犔犪狀犱狉狔犪狀犱犛犺犲狀，２００５）与分层多阶段相结合的抽样方法，可以有效

地解决传统户籍抽样中存在的难以覆盖流动人口、户籍资料不精确、人

户分离等问题。这项调查的初级抽样单位涉及７０个县，共计３７４７个

个案，有效完成率为６６％。本研究利用此次调查中的网民样本，共

１９５３个，删除因变量和自变量缺失的样本，剩余样本量为１８５６个。

（二）变量选择

本研究的因变量是网络抗争行为，这与社会抗议与抗议政治所研

究的抗争行为并不完全一致，根据杨国斌（２０１３）和加里·金等人

（犓犻狀犵，犲狋犪犾．，２０１３，２０１４）的研究，网络上的抗议行为有强弱之分，本

文研究的日常批评和集体行动并不如常规的社会抗议与抗议政治研究

中的研究对象烈度大。依循加里·金等人（犓犻狀犵，犲狋犪犾．，２０１３，２０１４）

的分类，本文将网络抗议分为强弱程度不同的两种抗争行为，一是批评

政府官员或政策，二是讨论集体行动，分别对应于问卷中对是否“在网

上批评政府官员或政策”和“网上讨论游行／静坐／示威／群体性事件”的

回答。本研究样本中回答在互联网上有过批评政府官员或政策经历的

受访者占５．３％，在互联网上讨论过集体行动的受访者占４．９％。

本研究的核心自变量是政治价值观。威权价值观主要通过问卷中

的以下问题进行测量，询问受访者对以下叙述同意的程度：“政府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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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互联网全部管起来”“一种意见能否在网上流传，应由政府决定”“总

体来说，中国比其他大多数国家都好”“我国目前的政治制度是最适合

中国国情的”。信度系数为０．６５，且使用因子分析发现测量的是同一

个维度，可以构建为威权价值观变量。民主价值观主要通过问卷中的

以下问题进行测量，也是询问受访者对以下叙述的同意程度：“人们应

该通过公开、公正、定期选举来选择领导人”“政策制定要遵循少数服从

多数的原则”“人们应该享有言论、游行、示威自由”“人们应该有机会通

过选举来更换政府”“民主就是要实现人民当家作主”。信度系数为

０．７２，且使用因子分析发现测量的是同一个维度，也可以构建为民主价

值观变量。

一些样本对以上问题的回答存在一定程度的缺失，并未全部作答，

就此放弃这些个案不仅可惜，还会影响到样本的代表性。针对此问题，

本文采用心理学中常见的项目反应理论（犻狋犲犿狉犲狊狆狅狀狊犲狋犺犲狅狉狔，犐犚犜）

中的等级反应模型（犵狉犪犱犲狉犲狊狆狅狀狊犲犿狅犱犲犾）（犛犪犿犲犼犻犿犪，１９６９；犜犺犻狊狊犲狀

犪狀犱犛狋犲犻狀犫犲狉犵，１９８６；犣犺犲狀犵犪狀犱犚犪犫犲犎犲狊犽犲狋犺，２００７），利用经验贝叶斯

方法（犲犿狆犻狉犻犮犪犾犫犪狔犲狊，犈犅）估算个体的潜在特质（犾犪狋犲狀狋狋狉犪犻狋），即个人

的威权价值观和自由民主价值观的分值。与常用的复合指标构建方法

因子分析相比，贝叶斯项目反应理论有明显的优势，它可以方便地得到

个体的潜在特质，不需要输入的题项服从正态分布假定，亦可以处理非

线性关系。同时，就本文而言，采用贝叶斯项目反应理论可以使我们将

存在缺失值的个案全部纳入分析之中，平衡了后文使用的广义倾向值

匹配暂不支持多重插补的问题。

据此，本研究应用等级反应模型估算个人的威权价值观和民主价

值观分值，估算结果的摘要见表１。等级反应模型为双参数模型，包括

参数α和参数β。参数α为区分度，它能反映题项区分受访者潜在特

质的能力。不同的题项有不同的区分度，区分度大的题项能够更好地

将不同水平的受访者区分开来。例如在威权价值观的测量中，“一种意

见能否在网上流传，应由政府决定”这一问题的区分度最好，表明该题

项最有利于区分不同受访者的威权价值观。参数β为难度系数，β１、

β２、β３、β４ 分别代表着与“非常不同意”“不同意”“一般”“比较同意”“非

常同意”５个选项的边界对应的个体的潜在特质。“政府应该把互联网

全部管起来”和“一种意见能否在网上流传，应由政府决定”这两个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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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存在“非常不同意”“不同意”“比较同意”“非常同意”４个选项，但解

释方法类似。实际上，在题项本身的区分度α和难度系数β确定的情

况下，受访者对每一个题项的回答都会有一个潜在特质得分，也就是

说，潜在特质是区分度、难度系数和应答的一个函数，最后在考虑缺失

值后合并即为潜在特质。例如，“政府应该把互联网全部管起来”这一

问题的β１ 为－１．６０，该系数表明个体威权价值观小于－１．６０时，倾向

于选择“非常不同意”这一选项，而威权价值观在－１．６０和－０．０５之间

的受访者倾向于选择“不同意”选项。本文最终将威权价值观和自由民

主价值观转化为０－１的区间值，以便后续解释和理解。

表１：威权价值观与自由民主价值观的等级反应模型结果摘要

题项
参数

α β１ β２ β３ β４

威权价值观

　政府应该把互联网全部管起来 ２．９１ －１．６０ －０．０５ １．４２ —

　一种意见能否在网上流传，应由政府决定 ３．０８ －１．３３ ０．４２ １．７６ —

　总体来说，中国比其他大多数国家都好 ０．６６ －７．９３ －４．１７ －２．１３ １．０９

　我国目前的政治制度是最适合中国国情的 ０．６５ －８．１６ －４．６７ －１．８８ １．５０

自由民主价值观

　人们应该通过公开、公正、定期选举来选择领导人 ２．００ －３．２３ －２．２５ －１．３７ ０．８８

　政策制定要遵循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 １．９７ －３．３２ －２．００ －１．０９ １．０２

　人们应该享有言论、游行、示威自由 １．５９ －３．３６ －１．９１ －０．８６ １．３０

　人们应该有机会通过选举来更换政府 １．５５ －２．７７ －１．５４ －０．５３ １．４２

　民主就是要实现人民当家作主 ２．３０ －３．１４ －２．２１ －１．２０ ０．５４

　　理论上，威权价值观和自由民主价值观应当具有单一维度，人们的

政治价值观分布在完全的威权价值观到完全的自由民主价值观之间。

因而，如果是单独测量，个体较高的威权价值观分值应当对应着较低的

自由民主价值观分值，换句话说，威权价值观和自由民主观应当呈现显

著的负相关关系。但是，本文发现，中国网民的威权价值观分值和自由

民主价值观分值在１％的显著性水平上正相关，相关系数为０．１３。乍

一看，这一结果与常理不符，但其实不然，因为绝大多数人的价值观并

不一定非常坚定，他们在日常的表达与行为中和回答问卷调查问题时

不一定会清晰地展示自己的价值观，更何况还有很多人在价值观上存

在着摇摆性、中庸性、非一致性等现象。这使得在我们的问卷调查中，

每一个个体基本上都能同时获得一定的威权价值观分值和民主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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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值。无论高与低，单一维度的威权价值观分值或民主价值观分值都

不能准确地表明个体真实的倾向。虽然这种测量策略不能直接方便地

获得政治价值观，但却真实呈现了现实社会中人们的政治价值观混杂

的情况，个体可能同时渴望威权政治和民主政治的优点。当然，个人仍

然有一定的政治价值观倾向，本文尝试用以下办法将个体区分为威权

取向者、民主取向者或中庸者。

本文将通过图１来说明这一问题。假定个体的威权价值观和民主

价值观分值相等，那就是彻底的中庸者，落在图１中的直线狔＝狓上。

极端的威权主义者处在犘１ 点，而极端的自由民主者处在犘２ 点。当然

这种具象化的举例没有实际意义，在现实世界中，这样的人极少，而在

本文的样本中，这三类个案的数量为零。

所有落在该直线上方三角形中的个体，例如图２中的点犘０（狓０，

狔０），狓０ 为个体犘的自由民主价值观得分，狔０ 为其威权价值观得分，后

者高于前者，因此是具有权威主义取向的个体。该点与直线狔＝狓的

直线距离是个体犘０ 的权威主义倾向值。对于自由民主取向的个体，道

理也一样。距离直线越远意味着个体的政治价值观倾向越清晰、越强

烈。利用点到直线距离公式（式１）可获得任意个体的政治价值观倾向

得分。

犱＝
狘犃狓０＋犅狔０＋犮狘

犃２＋犅槡
２

（１）

图１：个体威权价值观和自由民主价值观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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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直线狔＝狓代入式１，计算出政治价值观倾向得分犱，然后转化

为０－１之间的值，０表示完全的权威主义者，１表示完全的自由民主主

义者，完全的中庸者得分为０．５，数值在０．５－１之间为偏向自由民主

的受访者，０－０．５之间为偏向权威主义的受访者。

犱＝
狓０－狔０

槡２
（２）

　　本文使用的其他变量以受访者的主要人口学变量信息为主，包括

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体制内外、居住地、是否为流动人口、就业状

况、是否为党员、网友数（取自然对数）、网龄、集体性介入、个体性介入、

个人表达、社会满意度等变量。描述性统计见表２。

表２：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犖＝１８５６）

变量名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性别（男＝１） ０．５１ ０．５０ ０ １

年龄 ３５．５３ １１．４６ １８ ７９

受教育程度 ２．９０ ０．９４ １ ４

体制内外（体制内＝１） ０．２１ ０．４１ ０ １

居住地（城市＝１） ０．６１ ０．４９ ０ １

流动人口（是＝１） ０．１８ ０．３８ ０ １

就业（是＝１） ０．７１ ０．４５ ０ １

党员（是＝１） ０．１２ ０．３２ ０ １

网友数（自然对数） ４．１０ １．５７ ０ ８．２９

网龄 ７．４６ ３．８１ １ ３０

集体性介入 ２．０１ １．５２ ０ ６

个体性介入 ２．３９ １．４８ ０ ６

自我表达 ０．１２ ０．２５ ０ １

社会满意度 ０．４７ ０．１５ ０ １

　　其中“体制内外”通过询问受访者的单位性质进行编码，题干为“您

目前在下列哪种性质的单位工作”，将党政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定义

为“体制内”。体制力量会约束体制内个体的行为，尤其是在集体行动

中。另外，使用互联网并不意味着个体自然地会卷入政治，网络提供了

丰富的信息，但个体对信息的处理作为重要的中介变量决定着个体是

否会参与政治行为（黄荣贵，２０１０）。对互联网的使用方式影响着个体

的网络抗争行为，这就是集体性介入和个体性介入的区分，问卷有两个

问题询问了受访者使用互联网的目的：“过去一周之内，您上网做过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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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事情吗？”“过去一年中，您在网上做过下列哪些事情”。根据使用目

的的不同，本文对个体性介入和集体性介入加以区分（孟天广、季程远，

２０１６），传播学等已有研究将相似的变量命名为媒介使用，根据使用目

的分为若干类，但是这种分类并未抓住本质，即互联网的社交型使用和

个体型使用存在差别。个体性介入指公民以个人化方式介入和使用互

联网，而集体性介入指公民互动式地以集体化方式介入和使用互联网。

个体性介入包括使用搜索引擎、观看视频、浏览新闻、看电子书、用地

图、在线听音乐，信度系数为０．５５；群体性介入包括使用微信、阅读和

发送电子邮件、进入视频共享网站、在社会化媒体上发帖、接打电话、收

发短信，信度系数为０．６０。“自我表达”变量是个体倾向和善于表达自己

意愿的程度，问卷询问了个体“通过上级表达自己的观点”“通过媒体表

达自己的观点”“通过社会组织表达自己的观点”的经历，信度系数为

０．６１。对于个人表达意愿高的受访者来说，其某些个人表达可能正是

网络抗争行为或讨论集体行动本身，因此必须对这个变量加以控制。

社会满意度是个体对社会各方面的满意程度，调查询问了受访者对“社

会稳定”“经济形势”“文化发展”“公共秩序”“公民维权”等方面的满意

程度，信度系数为０．８。

（三）分析方法

在变量处理完成后，本研究要考虑“选择性偏误”（狊犲犾犲犮狋犻狅狀犫犻犪狊）

的问题。该问题产生的原因在于，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原因（自变量）在

研究对象间是非随机分配的，因而原因对于结果（因变量）的净效应难

以获得，传统回归分析获得的系数可能混杂着其他混淆变量的影响从

而产生偏误。就本研究而言，个人的政治价值观与网络抗争行为可能

同时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并且存在反向因果的可能，因而采用普通的

多元回归和逻辑斯蒂回归无法进行无偏估计和因果推断。进行因果推

断的有效方法之一是匹配，其主要思路是通过引入反事实框架

（犮狅狌狀狋犲狉犳犪犮狋狌犪犾犳狉犪犿犲狑狅狉犽）（犚狅狊犲狀犫犪狌犿犪狀犱犚狌犫犻狀，１９８３），创建一个与实

验组尽可能相似的反事实组（控制组），其方法之一是倾向值匹配

（狆狉狅狆犲狀狊犻狋狔狊犮狅狉犲犿犪狋犮犺犻狀犵）。通过这种类似实验设计的思路获得实

验组和控制组在因变量上的差异（即平均干预效应，犪狏犲狉犪犵犲狋狉犲犪狋犿犲狀狋

犲犳犳犲犮狋，犃犜犈），从而判断原因（原因就是干预变量，也就是形成控制组和

实验组的依据）对结果影响的程度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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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研究中，倾向值匹配法往往应用于二分干预变量。但在观察

性研究（狅犫狊犲狉狏犪狋犻狅狀犪犾狊狋狌犱狔）中，干预变量可能是多分类或连续型变

量。进入２１世纪，针对有序多分类、无序多分类和连续型变量的处理

办法和分析技术逐渐被开发出来。平野敬和因本斯（犎犻狉犪狀狅犪狀犱

犐犿犫犲狀狊，２００４）首次完整推介了一种被称为广义倾向值（犵犲狀犲狉犪犾犻狕犲犱

狆狉狅狆犲狀狊犻狋狔狊犮狅狉犲，犌犘犛）的方法来处理连续型自变量。这种方法的原理

是基于反事实框架，通过数学推导证明了在比较干预状况时，可以通过

一系列协方差差异的调整移除所有偏差。

与广义倾向值方法相应的统计分析技术由比亚和马泰（犅犻犪犪狀犱

犕犪狋狋犲犻，２００８）开发出来。该方法有三个步骤：第一，估算给定协方差的

干预变量的条件分布（干预变量需为正态分布）以及广义倾向值；第二，

估算给定干预和广义倾向值的条件期望结果；第三，估算响应函数

（犱狅犲狊狉犲狊狆狅狀狊犲犳狌狀犮狋犻狅狀）。但是，干预变量的正态分布假定常常无法

得到满足（犉狉狔犵犲狊犪狀犱犠犪犵狀犲狉，２００８；犉狉狔犵犲狊，２００９），对此，瓜尔达巴西

和文图拉（犌狌犪狉犱犪犫犪狊犮犻狅犪狀犱犞犲狀狋狌狉犪，２０１４）借用了计量经济学的处理

方法，通过在第一个步骤中使用更灵活的广义线性模型改进了该方法。

本研究的干预变量为政治价值观（连续型变量），结果变量为是否参与

网络抗争（二分变量），因而应当使用广义倾向值法进行严格的因果检

验，其中第一步广义线性模型中的连接函数为二项式分布。

四、分析结果

为了应对选择性偏误问题，本文使用广义倾向值匹配来估算政治

价值观对网络抗争行为的影响，该方法使用的共变量———即可能同时

影响自变量和因变量的变量———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体制内

外、居住地、是否为流动人口、就业状况、是否为党员、网友数（取自然对

数）、网龄、集体性介入、个体性介入、自我表达和社会满意度得分，以及

抽样信息变量，包括初级抽样单位和分层变量。干预变量没有通过正

态性检验，因此本文使用瓜尔达巴西和文图拉（犌狌犪狉犱犪犫犪狊犮犻狅犪狀犱

犞犲狀狋狌狉犪，２０１４）的广义线性模型。

首先使用以共变量为自变量、干预变量为因变量的广义线性方程

估算广义倾向值，估算的结果摘要见表３。平野敬和因本斯（犎犻狉犪狀狅

犪狀犱犐犿犫犲狀狊，２００４）强调估算系数没有实际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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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广义倾向值估算模型结果摘要

自变量 系数 标准误

性别 ０．０４６ ０．０２０

年龄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受教育程度 ０．００３ ０．０１３

体制内外 －０．０３８ ０．０２８

居住地 ０．０１２ ０．０２４

是否为流动人口 ０．０５５ ０．０２９

就业状况 ０．０２０ ０．０２３

是否为党员 －０．０６２ ０．０３７

网友数 ０．０２０ ０．００７

网龄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３

集体性介入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８

个体性介入 ０．０１６ ０．００８

自我表达 －０．０３５ ０．０１８

社会满意度 ０．６５８ ０．０８５

分层变量 －０．００９ ０．０１２

初级抽样单位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常数项 －０．４３８ ０．０９６

　　　注：狆＜０．０５，狆＜０．０１，狆＜０．００１。

　　接下来检验经过广义倾向值调整后，共变量能否通过平衡性检验。

如果通过检验，表明本文找到的共变量是充分的。平衡性检验的过程

是将个案根据四分位点拆分为４组，然后比较１组中某个共变量的均

值与其他３组合并后某个共变量的均值是否存在显著差异，检验方法

为狋检验。如果所有的均值比较均在统计上不显著，就表明完全满足

平衡性检验。表４汇总了本研究中１６个变量４组个案均值比较的６４

个狋值。结果显示，经过广义倾向值调整后，仅剩余７个狋值大于１．９６，

较为理想。最终合并的平衡性检验显示，在α＝０．０１的显著性水平

上，１６个共变量的设定使得平衡性检验获得通过。

经过平衡性检验后，最后估算响应函数。响应函数在广义倾向值

匹配这一方法中可以设定为一阶、二阶或三阶函数，三阶函数可以更细

致地描绘因变量随自变量变化的方向及程度，一般选用三阶函数。据

此，本文获得了政治价值观和两种网络抗争行为的干预效应图，估算方

程如下：

狔
＾
＝β１Ｔ＋β２Ｔ

２
＋β３Ｔ

３
＋β４ＧＰＳ＋β５ＧＰＳ

２
＋β６ＧＰＳ

３
＋β７（ＴＧＰＳ）

　　其中，狔
＾ 为网络抗争行为，犜为政治价值观，犌犘犛为估算的广义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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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值，β１－β７ 为需要估算的系数。鉴于估算方程的系数并无多大意

义，此处省略。由于政治价值观分布在两尾的样本稀少，事实上，现实

生活中持极端权威主义和极端自由民主主义的个体也很少，因而，采用

自助法模拟１０００次，估算的期望概率置信区间会大大拓宽，统计显著

的可能性大为减小，因而我们把干预变量的取值范围限定为０．２５－

０．９，即政治价值观得分介于０．２５－０．９，从而把关注焦点聚集在统计

上有意义的部分。图２为政治价值观对在网络上批评政府官员或政策

的响应函数和干预效应图，图３为政治价值观对在网络上讨论集体行

动的响应函数和干预效应图。

图２中左侧为根据上述估算方程得出的响应函数曲线，描绘了不

同的干预水平对应的网络批评政府官员或政策的期望概率，以完全的

中庸者（０．５分）为界，随着政治价值观越来越偏向完全的权威主义（向

左靠近０），在网络上批评政府官员或政策的行为的发生概率将下降，

从接近０．０５（实际为４．７５％）降至靠近２．４２％。而随着政治价值观越

来越偏向自由民主，在网络上批评政府官员或政策的行为的发生概率

将先升后降，拐点在政治价值观得分为０．６７的位置，此时发生概率最

表４：广义倾向值匹配的平衡性检验摘要

共变量 组１ 组２ 组３ 组４

性别 －０．５５ －１．１２ ２．１４ －０．６４

年龄 ０．１７ １．１８ －１．２２ ０．５５

受教育程度 －０．６３ ０．１１ １．４３ －０．５５

体制内外 －０．９０ －０．９３ ２．５２ －０．６９

居住地 －０．０５ ０．１８ ０．５６ －０．２６

是否为流动人口 －１．８３ １．１７ －０．７５ ０．４９

就业状况 ０．００ －１．１１ ０．３０ ０．２９

是否为党员 －２．５９ １．６８ １．２２ －１．１８

网友数 １．０６ －１．５０ １．２８ －０．４８

网龄 ０．０２ ０．０９ １．０１ －１．３１

集体性介入 －０．６６ ０．２６ ０．９３ －０．１２

个体性介入 －１．０８ －０．３６ ２．６９ －１．８２

自我表达 －０．１０ ０．００ １．２９ －０．１６

社会满意度 ０．４１ １．６４ －２．１７ ０．２４

分层变量 ４．０４ －１．４０ －２．８０ １．４２

初级抽样单位 ０．３７ ０．４０ －０．９７ －０．７５

　　　注：狆＜０．０５，狆＜０．０１，狆＜０．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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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为６．０２％。当政治价值观得分为０．９，靠近自由民主一端时，网络

批评政府官员或政策的行为的发生概率大幅下降至３．０３％。

图２：在网络上批评政府官员或政策的响应函数和干预效应图

　　图２右侧为响应函数曲线的边际变化，即干预效应，它近似于响应

函数的一阶导数，可以借此观察响应函数曲线变化的趋势。可以看到，

政治价值观得分每增加０．１分，相应的概率期望变化最大增量接近

０．０１，即１％，但从置信区间的上界和下界是否跨越０来看，这种变化

在９５％的置信水平上呈现较复杂的形态。在政治价值观得分小于

０．７５分时，政治价值观的干预效应不显著，当置信区间放宽到９０％，政

治价值观得分在０．３－０．５时，对网络批评政府官员或政策产生的正向

作用呈递增趋势。当政治价值观得分超过０．７５，趋向自由民主一端

时，网络批评行为的发生概率显著下降，此时置信区间上界也在０以

下，表明这种快速下降在统计上显著。总体上，随着政治价值观以威权

主义—中庸主义—自由民主主义的方向发生变化，个体在网络空间批

评政府官员或政策的行为的发生概率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

图３反映了网络讨论集体行动的情况。总体上，政治价值观对网

络集体行动讨论的作用与网络批评行为相似。若个人政治价值观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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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主义，则发生网络讨论集体行动的概率显著下降；趋向自由民主价

值观时，网络讨论集体行动的发生概率将先升后降，从最高的６．７％降

至２．９６％，发生概率的最高点对应的政治价值观得分为０．６９分。右

侧干预效应的置信区间显示，增加的过程和下降的过程都在９５％的置

信区间上显著。

图３：网络讨论集体行动的响应函数和干预效应图

　　图２和图３的响应函数曲线和干预效应函数曲线表明，总体上，在

政治价值观从威权主义趋向自由民主主义的过程中，个体参与网络抗

争行动的概率会相应提高。但是这种效应不是一成不变的，即政治价

值观对网络抗争行为的促发效应具有非线性特征。当个体的权威主义

价值减弱，开始拥有一定的自由民主意识时，其参与网络抗争的概率呈

现递增之势；但是，当政治价值观在自由民主一端达到较高水平后（０．７

分），其参与网络抗争的概率会出现逆转性下降。这种政治价值观的阈

值效应对在网络上批评政府官员或政策以及讨论集体行动都成立。

五、结论与讨论

基于全国性的概率抽样调查数据，本研究使用广义倾向值匹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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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对连续型干预变量进行因果推断。同时，本文采用一种新的尝试

应对价值观混杂问题，并估算了政治价值观对网民两种网络抗争行

为———批评政府官员或政策以及讨论集体行动———的平均干预效应。

分析结果表明，个人的政治价值观越倾向于自由民主，其发生网络抗争

行为的概率越高，无论是批评政府官员或政策的轻度网络抗争行为，还

是讨论并酝酿集体行动的重度网络抗争行为。但是，一个有趣的发现

是，这一作用仅在一定阈值内有效。当个体的政治价值观在自由民主

一端达到较高水平后，两种网络抗争行为的发生概率都会显著下降。

两种抗议行为的阈值分别为０．６７和０．６９，即政治价值观已经明显偏

向于自由民主，但对此并不狂热的人群，他们既认同威权政治的部分优

点，同时又渴望民主政治。

本文的发现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首先，改革开放和

经济发展对社会的方方面面产生冲击，人们的观念日趋现代化，更加追

求多元的个人价值，尤其是民主价值观的生发推动了个人政治意识的

觉醒以及对权利的诉求。然而，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很难在政治制度

化方面满足人们这种隐性增长的诉求，从而导致群体性事件多发。互

联网接入中国后，正是群体性事件爆发性增长的阶段，网络加速了多元

价值观的传播，成为公民表达政治意见、政策偏好的新空间，并为大量

产生的群体性抗争事件和其他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提供了新的机会和平

台，成为转型期中国最主要的非制度化的政治参与渠道。本研究从侧

面证实了公民可以借助网络参与到网络抗争行动中。

其次，尽管威权主义价值观依旧占据主导地位，但对自由民主价值

观的认同和对自由民主价值观的追求也在转型期的中国滋长，并成为

网络抗争行为产生和发展的社会心理基础和政治文化基础。但网络抗

争行为存在一定的限度，一方面是来自政府和体制内的外在限制，如政

府对互联网言论的管制以及体制内传统媒体的议程设定能力等；另一

方面，更重要的是网民自我的内在限制。政治价值观趋向自由民主的

网民参与网络抗争行为的概率较高，但一来尚不足以构成营造同质性

网络文化的决定性力量，二来一旦自由民主价值观达到较高水平，个体

参与网络空间的抗争行动的概率反而会下降。简言之，自由民主价值

观对网络抗争行为的影响具有非线性的特征。

进而，本研究还发现，政治价值观对网民参与网络抗争行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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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阈值效应，即自由民主价值观分值达到一定高度后，其对网络抗争

行为的影响会急剧下降，甚至衰减为零。对这一阈值效应的研究不仅

可以拓宽对个人参与网络政治抗争行为原因的认识，也有利于加深对

网络世界的政治参与的理解。本研究证明，除了数字不平等、政府审

查、框架化策略等互联网的外在限制，网民内在的政治价值观也是影响

其网络抗争行为重要的限度所在，且这种限度以非线性效应和阈值效

应的形式呈现。至于如何解释这两种效应，也就是有关政治价值观对

政治行为的影响机制，尤其是政治价值观是否有可能通过其他中介因

素影响政治行为，尚需要进一步的研究，而这种研究很有可能需要心理

学、人类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的跨学科探索，也需要新的实证研究方法

以及更多的数据支撑。可能的解释是：与经济学中所谓的“边际效用递

减”相类似，政治价值观对网民参与网络抗争的作用力也会随着价值观

分值的上涨而递减，而且还会伴随着此类网民政治效能感的下降，令他

们感到无助、无力、无用，而在这里，政治效能感或许就是一个潜在的中

介因素，而政治效能感本身又是另一个业已得到广泛研究但依然值得

进一步探索的领域。

最后，网络参与对实际政治行为的影响存在“安全阀”和“高压锅”

两种效应（犎犪狊狊犻犱，２０１２）。对此，以往的关注点在于监管者从中得到了

哪些经验和教训，网络批评可以成为“安全阀”主要在于政府的及时回

应和化解，否则互联网将改头换面成为集体行动的协调平台。本文对

政治价值观阈值效应的发现可以深化或拓展这一认识。可以看出，拥

有更高水平的自由民主价值观的网民已经不再满足于将网络作为抗争

的平台。他们可能有两种去向：第一，如果政府对网络表达出来的不满

缺乏回应，网民对自己的吐槽甚至抗争不再抱有希望，转向政治冷漠

化，变成犬儒主义者，不再信任政府，造成政府合法性的下降；第二，出

于类似的原因，这部分网民转而采取更实际的、更激进的线下抗争行

动。无论哪一种情况发生，网络抗争和现实抗争中的利益诉求都有可

能转化为政治诉求，而政治诉求因素的增长极有可能会威胁到政治稳

定。当然，对这一转化发生的条件以及与此相关的问题已超出本文研

究的范围，还需要未来更多研究的探索。

本研究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政治价值观应当是一体两面的，通常

通过一个量表即可获得，例如亚洲民主动态调查。但受研究数据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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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只能从威权价值观和自由民主价值观两个量表中提取受访者的

政治价值观，这种测量虽然保留了现实生活中普遍存在的价值观混杂

的问题，但本文的尝试仍有可能因为数据的过多转换而出现问题。由

于政治价值观得分的０和１并没有实际意义，只是代表了调查样本中

威权价值观最强和自由民主价值观最强的个人，这就造成研究发现的

阈值效应难以对应到现实生活中的个人，而只具有相对的和分析的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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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体制比较（５）：７９－８６．
马得勇、张曙霞．２０１４．中国网民的“左”与“右”［犑］．二十一世纪（４）：８６－１０３．
马得勇、王丽娜．２０１５．中国网民的意识形态立场及其形成———一个实证的分析［犑］．社

会３５（５）：１４２－１６７．
孟天广、季程远．２０１６．重访数字民主：互联网介入与网络政治参与———基于列举实验

的发现［犑］．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４）：４３－５４．
孙玮．２００７．“我们是谁”：大众媒介对于新社会运动的集体认同感建构———厦门犘犡项

目事件大众媒介报道的个案研究［犑］．新闻大学（３）：１４０－１４８．
谢金林．２０１２．情感与网络抗争动员———基于湖北 “石首事件”的个案分析［犑］．公共管

理学报（１）：８０－９３．
杨国斌．２０１３．连线力：中国网民在行动［犕］．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杨国枢、余安邦．１９９３．中国人的社会取向：社会互动的观点［犕］．台北：巨流图书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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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连根．２０１０．邓玉娇案的框架分析：网上公共舆论如何影响网下媒体报道［犑］．国际新

闻界（９）：２５－３１．
钟智锦、曾繁旭．２０１４．十年来网络事件的趋势研究：诱因、表现与结局［犑］．新闻与传播

研究（４）：５３－６５．
曾繁旭、钟智锦、刘黎明．２０１４．中国网络事件的行动剧目———基于１０年数据的分析

［犑］．新闻记者（８）：７１－７８．
郑雯、黄荣贵、桂勇．２０１５．中国抗争行动的“文化框架”———基于拆迁抗争案例的类型

学分析（２００３—２０１２）［犑］．新闻与传播研究（２）：５－２６．

犃狔狉犲狊，犑犲犳犳狉犲狔．１９９９．“犉狉狅犿 狋犺犲犛狋狉犲犲狋狊狋狅狋犺犲犐狀狋犲狉狀犲狋：犜犺犲 犆狔犫犲狉犇犻犳犳狌狊犻狅狀 狅犳

犆狅狀狋犲狀狋犻狅狀．”犜犺犲犃狀狀犪犾狊狅犳狋犺犲犃犿犲狉犻犮犪狀 犃犮犪犱犲犿狔狅犳犘狅犾犻狋犻犮犪犾犪狀犱犛狅犮犻犪犾

犛犮犻犲狀犮犲５６６（１）：１３２－１４３．

犅犪犾犾犚狅犽犲犪犮犺，犛犪狀犱狉犪 犑．犪狀犱 犠犻犾犾犻犪犿 犈．犔狅犵犲狊．１９９４． “犆犺狅狅狊犻狀犵 犈狇狌犪犾犻狋狔：犜犺犲

犆狅狉狉犲狊狆狅狀犱犲狀犮犲犫犲狋狑犲犲狀犃狋狋犻狋狌犱犲狊犪犫狅狌狋犚犪犮犲犪狀犱狋犺犲犞犪犾狌犲狅犳犈狇狌犪犾犻狋狔．”犑狅狌狉狀犪犾

狅犳犛狅犮犻犪犾犐狊狊狌犲狊５０（４）：９－１８．

犅犲狊犾犲狔，犑狅犺狀．２００６．“犜犺犲犚狅犾犲狅犳犈狀狋犲狉狋犪犻狀犿犲狀狋犜犲犾犲狏犻狊犻狅狀犪狀犱犻狋狊犐狀狋犲狉犪犮狋犻狅狀狊狑犻狋犺

犐狀犱犻狏犻犱狌犪犾犞犪犾狌犲狊犻狀犈狓狆犾犪犻狀犻狀犵犘狅犾犻狋犻犮犪犾犘犪狉狋犻犮犻狆犪狋犻狅狀．”犜犺犲犎犪狉狏犪狉犱犐狀狋犲狉狀犪狋犻狅狀犪犾

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犘狉犲狊狊／犘狅犾犻狋犻犮狊１１（２）：４１－６３．

犅犻犪，犕犻犮犺犲犾犪犪狀犱犃犾犲狊狊犪狀犱狉犪犕犪狋狋犲犻．２００８．“犃犛狋犪狋犪犘犪犮犽犪犵犲犳狅狉狋犺犲犈狊狋犻犿犪狋犻狅狀狅犳狋犺犲

犇狅狊犲犚犲狊狆狅狀狊犲犉狌狀犮狋犻狅狀狋犺狉狅狌犵犺犃犱犼狌狊狋犿犲狀狋犳狅狉狋犺犲犌犲狀犲狉犪犾犻狕犲犱犘狉狅狆犲狀狊犻狋狔犛犮狅狉犲．”

犜犺犲犛狋犪狋犪犑狅狌狉狀犪犾８（３）：３５４－３７３．

犆犺犲狀，犡犻．２０１２．犛狅犮犻犪犾 犘狉狅狋犲狊狋 犪狀犱 犆狅狀狋犲狀狋犻狅狌狊 犃狌狋犺狅狉犻狋犪狉犻犪狀犻狊犿 犻狀 犆犺犻狀犪．

犆犪犿犫狉犻犱犵犲：犆犪犿犫狉犻犱犵犲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犘狉犲狊狊．

犇犻犪犿狅狀犱，犔犪狉狉狔．２０１０．犇犲犿狅犮狉犪狋犻狕犪狋犻狅狀犻狀犃犳狉犻犮犪：犘狉狅犵狉犲狊狊犪狀犱犚犲狋狉犲犪狋．犅犪犾狋犻犿狅狉犲：

犑犎犝犘狉犲狊狊．

犈犱狑犪狉犱狊，犌犲犿犿犪．２０１４．犛狅犮犻犪犾 犕狅狏犲犿犲狀狋狊 犪狀犱 犘狉狅狋犲狊狋．犆犪犿犫狉犻犱犵犲：犆犪犿犫狉犻犱犵犲

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犘狉犲狊狊．

犉犪狉狉犲犾犾，犎犲狀狉狔．２０１２．“犜犺犲犆狅狀狊犲狇狌犲狀犮犲狊狅犳狋犺犲犐狀狋犲狉狀犲狋犳狅狉犘狅犾犻狋犻犮狊．”犃狀狀狌犪犾犚犲狏犻犲狑

狅犳犘狅犾犻狋犻犮犪犾犛犮犻犲狀犮犲１５（１）：３５－５２．

犉犾犪狀犪犵犪狀，犛犮狅狋狋犆．犪狀犱犃犻犲犚犻犲犔犲犲．２００３．“犜犺犲犖犲狑犘狅犾犻狋犻犮狊，犆狌犾狋狌狉犲犠犪狉狊，犪狀犱狋犺犲

犃狌狋犺狅狉犻狋犪狉犻犪狀犔犻犫犲狉狋犪狉犻犪狀 犞犪犾狌犲 犆犺犪狀犵犲 犻狀 犃犱狏犪狀犮犲犱 犐狀犱狌狊狋狉犻犪犾 犇犲犿狅犮狉犪犮犻犲狊．”

犆狅犿狆犪狉犪狋犻狏犲犘狅犾犻狋犻犮犪犾犛狋狌犱犻犲狊３６（３）：２３５－２７０．

犉狉狔犵犲狊，犎犲犾犿狌狋．２００９．“犜犺犲犈狓狆狅狉狋犌狉狅狑狋犺犚犲犾犪狋犻狅狀狊犺犻狆：犈狊狋犻犿犪狋犻狀犵犪犇狅狊犲犚犲狊狆狅狀狊犲

犉狌狀犮狋犻狅狀．”犃狆狆犾犻犲犱犈犮狅狀狅犿犻犮狊犔犲狋狋犲狉狊１６（１８）：１８５５－１８５９．

犉狉狔犵犲狊，犎犲犾犿狌狋犪狀犱犑狅犪犮犺犻犿 犠犪犵狀犲狉．２００８．“犈狓狆狅狉狋狊犪狀犱犘狉狅犱狌犮狋犻狏犻狋狔犌狉狅狑狋犺：犉犻狉狊狋

犈狏犻犱犲狀犮犲犳狉狅犿犪犆狅狀狋犻狀狌狅狌狊犜狉犲犪狋犿犲狀狋犃狆狆狉狅犪犮犺．”犚犲狏犻犲狑狅犳犠狅狉犾犱犈犮狅狀狅犿犻犮狊１４４
（４）：６９５－７２２．

犌狌犪狉犱犪犫犪狊犮犻狅，犅犪狉犫犪狉犪犪狀犱犕犪狉犮狅犞犲狀狋狌狉犪．２０１４．“犈狊狋犻犿犪狋犻狀犵狋犺犲犇狅狊犲犚犲狊狆狅狀狊犲犉狌狀犮狋犻狅狀

狋犺狉狅狌犵犺犪犌犲狀犲狉犪犾犻狕犲犱犔犻狀犲犪狉犕狅犱犲犾犃狆狆狉狅犪犮犺．”犛狋犪狋犪犑狅狌狉狀犪犾１４（１）：１４１－１５８．

犌狌狅，犛狌犼犻犪狀．２０００．犘狅狊狋犕犪狅犆犺犻狀犪：犉狉狅犿 犜狅狋犪犾犻狋犪狉犻犪狀犻狊犿 狋狅犃狌狋犺狅狉犻狋犪狉犻犪狀犻狊犿？

犔狅狀犱狅狀：犘狉犪犲犵犲狉犘狌犫犾犻狊犺犲狉狊．

犎犪狊狊犻犱，犑狅狀犪狋犺犪狀．２０１２．“犛犪犳犲狋狔犞犪犾狏犲狅狉犘狉犲狊狊狌狉犲犆狅狅犽犲狉？犅犾狅犵狊犻狀犆犺犻狀犲狊犲犘狅犾犻狋犻犮犪犾

犔犻犳犲．”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犆狅犿犿狌狀犻犮犪狋犻狅狀６２（２）：２１２－２３０．

犎犻狉犪狀狅，犓犲犻狊狌犽犲犪狀犱犌狌犻犱狅犠．犐犿犫犲狀狊．２００４．“犜犺犲犘狉狅狆犲狀狊犻狋狔犛犮狅狉犲狑犻狋犺犆狅狀狋犻狀狌狅狌狊

犜狉犲犪狋犿犲狀狋狊．”犃狆狆犾犻犲犱犅犪狔犲狊犻犪狀犕狅犱犲犾犻狀犵犪狀犱犆犪狌狊犪犾犐狀犳犲狉犲狀犮犲犳狉狅犿犐狀犮狅犿狆犾犲狋犲

犱犪狋犪犘犲狉狊狆犲犮狋犻狏犲狊２２６１６４：７３－８４．

犎狅狑犲犾犾，犑狌犱犲．２００６．“犖犲狑 犇犲犿狅犮狉犪狋犻犮 犜狉犲狀犱狊犻狀 犆犺犻狀犪？：犚犲犳狅狉犿犻狀犵狋犺犲 犃犾犾犆犺犻狀犪

犉犲犱犲狉犪狋犻狅狀狅犳犜狉犪犱犲犝狀犻狅狀狊．”犠狅狉犽犻狀犵犘犪狆犲狉犛犲狉犻犲狊：２６３．犅狉犻犵犺狋狅狀：犐犇犛．

犐狀犵犾犲犺犪狉狋，犚狅狀犪犾犱．１９７７．犜犺犲犛犻犾犲狀狋犚犲狏狅犾狌狋犻狅狀：犆犺犪狀犵犻狀犵犞犪犾狌犲狊犪狀犱犘狅犾犻狋犻犮犪犾犛狋狔犾犲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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犪犿狅狀犵犠犲狊狋犲狉狀犘狌犫犾犻犮狊．犘狉犻狀犮犲狋狅狀：犘狉犻狀犮犲狋狅狀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犘狉犲狊狊．

犐狀犵犾犲犺犪狉狋，犚狅狀犪犾犱．１９９０．犆狌犾狋狌狉犲犛犺犻犳狋犻狀犃犱狏犪狀犮犲犱犐狀犱狌狊狋狉犻犪犾犛狅犮犻犲狋狔．犘狉犻狀犮犲狋狅狀：

犘狉犻狀犮犲狋狅狀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犘狉犲狊狊．

犐狀犵犾犲犺犪狉狋，犚狅狀犪犾犱．１９９７．犕狅犱犲狉狀犻狕犪狋犻狅狀犪狀犱犘狅狊狋犿狅犱犲狉狀犻狕犪狋犻狅狀：犆狌犾狋狌狉犪犾，犈犮狅狀狅犿犻犮，

犪狀犱犘狅犾犻狋犻犮犪犾犆犺犪狀犵犲犻狀４３犛狅犮犻犲狋犻犲狊．犘狉犻狀犮犲狋狅狀：犘狉犻狀犮犲狋狅狀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犘狉犲狊狊．

犐狀犵犾犲犺犪狉狋，犚狅狀犪犾犱犪狀犱犠犪狔狀犲犈．犅犪犽犲狉．２０００．“犕狅犱犲狉狀犻狕犪狋犻狅狀，犆狌犾狋狌狉犪犾犆犺犪狀犵犲，犪狀犱狋犺犲

犘犲狉狊犻狊狋犲狀犮犲狅犳犜狉犪犱犻狋犻狅狀犪犾犞犪犾狌犲狊．”犃犿犲狉犻犮犪狀犛狅犮犻狅犾狅犵犻犮犪犾犚犲狏犻犲狑６５（１）：１９－５１．

犑狅狊狋，犑狅犺狀犪狀犱犑狅犪狀狀犪犛狋犲狉犾犻狀犵．２０１５．犃狌狋犺狅狉犻狋犪狉犻犪狀 犘犲狉狊狅狀犪犾犻狋狔．犗狓犳狅狉犱：犗狓犳狅狉犱

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犘狉犲狊狊．

犓犲犾犾狔犌犪狉狉犲狋狋，犚．２００６．“犘狉狅狋犲狊狋犻狀犪狀犐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犛狅犮犻犲狋狔：犃犚犲狏犻犲狑狅犳犔犻狋犲狉犪狋狌狉犲狅狀

犛狅犮犻犪犾犕狅狏犲犿犲狀狋狊犪狀犱犖犲狑犐犆犜狊．”犐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犆狅犿犿狌狀犻犮犪狋犻狅狀牔犛狅犮犻犲狋狔９（２）：

２０２－２２４．

犓犻狀犱犲狉，犇狅狀犪犾犱犚．犪狀犱犇犪狏犻犱犗．犛犲犪狉狊．１９８５．“犘狌犫犾犻犮犗狆犻狀犻狅狀犪狀犱犘狅犾犻狋犻犮犪犾犃犮狋犻狅狀．”

犎犪狀犱犫狅狅犽狅犳犛狅犮犻犪犾犘狊狔犮犺狅犾狅犵狔２：６５９－７４１．

犓犻狀犵，犌犪狉狔，犑犲狀狀犻犳犲狉犘犪狀，犪狀犱犕犪狉犵犪狉犲狋犈．犚狅犫犲狉狋狊．２０１３．“犎狅狑犆犲狀狊狅狉狊犺犻狆犻狀犆犺犻狀犪

犃犾犾狅狑狊 犌狅狏犲狉狀犿犲狀狋 犆狉犻狋犻犮犻狊犿 犫狌狋 犛犻犾犲狀犮犲狊 犆狅犾犾犲犮狋犻狏犲 犈狓狆狉犲狊狊犻狅狀．” 犃犿犲狉犻犮犪狀

犘狅犾犻狋犻犮犪犾犛犮犻犲狀犮犲犚犲狏犻犲狑１０７（２）：３２６－３４３．

犓犻狀犵，犌犪狉狔，犑犲狀狀犻犳犲狉 犘犪狀，犪狀犱 犕犪狉犵犪狉犲狋 犈．犚狅犫犲狉狋狊．２０１４． “犚犲狏犲狉狊犲犈狀犵犻狀犲犲狉犻狀犵

犆犲狀狊狅狉狊犺犻狆犻狀犆犺犻狀犪：犚犪狀犱狅犿犻狕犲犱犈狓狆犲狉犻犿犲狀狋犪狋犻狅狀犪狀犱犘犪狉狋犻犮犻狆犪狀狋犗犫狊犲狉狏犪狋犻狅狀．”

犛犮犻犲狀犮犲３４５（６１９９）：１２５１７２２．

犔犪狀犱狉狔，犘犻犲狉狉犲犪狀犱犕犻狀犵犿犻狀犵犛犺犲狀．２００５．“犚犲犪犮犺犻狀犵犕犻犵狉犪狀狋狊犻狀犛狌狉狏犲狔犚犲狊犲犪狉犮犺：犜犺犲

犝狊犲狅犳狋犺犲犌犾狅犫犪犾犘狅狊犻狋犻狅狀犻狀犵犛狔狊狋犲犿狋狅犚犲犱狌犮犲犆狅狏犲狉犪犵犲犅犻犪狊犻狀犆犺犻狀犪．”犘狅犾犻狋犻犮犪犾

犃狀犪犾狔狊犻狊１３（１）：１－２２．

犔犲狏犻狀狋狅狏犪，犈犽犪狋犲狉犻狀犪．２００６．“犚犲狏犻狊犻狋犻狀犵犚狌狊狊犻犪狀犪狀犱犘狅犾犻狊犺犈犾犻狋犲犞犪犾狌犲犗狉犻犲狀狋犪狋犻狅狀狊：犃狉犲

狋犺犲犈犾犻狋犲狊犛狋犻犾犾犆狅犿犿犻狋狋犲犱狋狅狋犺犲犗狉犻犵犻狀犪犾犌狅犪犾狊狅犳犘狅狊狋犆狅犿犿狌狀犻狊狋犜狉犪狀狊犻狋犻狅狀狊？”

犆狅犿犿狌狀犻狊狋犪狀犱犘狅狊狋犆狅犿犿狌狀犻狊狋犛狋狌犱犻犲狊３９（２）：１７５－１９９．

犔犻，犔犻犪狀犼犻犪狀犵．２０１０．“犚犻犵犺狋狊犆狅狀狊犮犻狅狌狊狀犲狊狊犪狀犱犚狌犾犲狊犆狅狀狊犮犻狅狌狊狀犲狊狊犻狀犆狅狀狋犲犿狆狅狉犪狉狔

犆犺犻狀犪．”犜犺犲犆犺犻狀犪犑狅狌狉狀犪犾６４：４７－６８．

犕犮犆犪狌犵犺犲狔，犕犪狉狋犺犪犪狀犱犕犻犮犺犪犲犾犇．犃狔犲狉狊．２０１３．犆狔犫犲狉犪犮狋犻狏犻狊犿：犗狀犾犻狀犲犃犮狋犻狏犻狊犿犻狀

犜犺犲狅狉狔犪狀犱犘狉犪犮狋犻犮犲．犖犲狑犢狅狉犽：犚狅狌狋犾犲犱犵犲．

犕犻犾犾犲狉，犠犻犾犾犻犪犿犔．，犛狋犲狆犺犲狀犠犺犻狋犲，犪狀犱犘犪狌犾犎犲狔狑狅狅犱．１９９８．“犘狅犾犻狋犻犮犪犾犞犪犾狌犲狊犝狀犱犲狉犾狔犻狀犵

犘犪狉狋犻狊犪狀犆犾犲犪狏犪犵犲狊犻狀犉狅狉犿犲狉犆狅犿犿狌狀犻狊狋犆狅狌狀狋狉犻犲狊．”犈犾犲犮狋狅狉犪犾犛狋狌犱犻犲狊１７（２）：１９７

－２１６．

犕狅狉狊犲犾犾犻，犇犪狏犻犱犲犪狀犱犛狋犲犳犪狀狅犘犪狊狊犻狀犻．２０１２．“犚犻犵犺狋狊，犇犲犿狅犮狉犪犮狔犪狀犱犞犪犾狌犲狊：犃犆狅犿狆犪狉犻狊狅狀

犅犲狋狑犲犲狀狋犺犲犚犲狆狉犲狊犲狀狋犪狋犻狅狀狊狅犳犗犫犲犱犻犲狀犮犲犪狀犱犇犻狊狅犫犲犱犻犲狀犮犲犻狀犐狋犪犾犻犪狀犪狀犱犉犻狀狀犻狊犺

犛狋狌犱犲狀狋狊．”犐狀狋犲狉狀犪狋犻狅狀犪犾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犐狀狋犲狉犮狌犾狋狌狉犪犾犚犲犾犪狋犻狅狀狊３６（５）：６８２－６９３．

犖狅狉狉犻狊，犘犻狆狆犪．２００１．犇犻犵犻狋犪犾犇犻狏犻犱犲：犆犻狏犻犮犈狀犵犪犵犲犿犲狀狋，犐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犘狅狏犲狉狋狔，犪狀犱狋犺犲

犐狀狋犲狉狀犲狋犠狅狉犾犱狑犻犱犲．犆犪犿犫狉犻犱犵犲：犆犪犿犫狉犻犱犵犲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犘狉犲狊狊．

犚狅狊犲狀犫犪狌犿，犘犪狌犾犚．犪狀犱犇狅狀犪犾犱犅．犚狌犫犻狀．１９８３．“犜犺犲犆犲狀狋狉犪犾犚狅犾犲狅犳狋犺犲犘狉狅狆犲狀狊犻狋狔

犛犮狅狉犲犻狀犗犫狊犲狉狏犪狋犻狅狀犪犾犛狋狌犱犻犲狊犳狅狉犆犪狌狊犪犾犈犳犳犲犮狋狊．”犅犻狅犿犲狋狉犻犽犪７０（１）：４１－５５．

犛犪犿犲犼犻犿犪，犉狌犿犻犽狅．１９６９．“犈狊狋犻犿犪狋犻狅狀狅犳犔犪狋犲狀狋犃犫犻犾犻狋狔犝狊犻狀犵犪犚犲狊狆狅狀狊犲犘犪狋狋犲狉狀狅犳

犌狉犪犱犲犱犛犮狅狉犲狊．”犘狊狔犮犺狅犿犲狋狉犻犽犪犕狅狀狅犵狉犪狆犺犛狌狆狆犾犲犿犲狀狋３４．

犛犺犻，犜犻犪狀犼犻犪狀．２００１．“犆狌犾狋狌狉犪犾犞犪犾狌犲狊犪狀犱犘狅犾犻狋犻犮犪犾犜狉狌狊狋：犃犆狅犿狆犪狉犻狊狅狀狅犳狋犺犲犘犲狅狆犾犲’狊

犚犲狆狌犫犾犻犮狅犳犆犺犻狀犪犪狀犱犜犪犻狑犪狀．”犆狅犿狆犪狉犪狋犻狏犲犘狅犾犻狋犻犮狊３３（４）：４０１－４１９．

犛犻犱犪狀犻狌狊，犑犻犿犪狀犱犉犲犾犻犮犻犪犘狉犪狋狋狅．２００１．犛狅犮犻犪犾犇狅犿犻狀犪狀犮犲：犃狀犐狀狋犲狉犵狉狅狌狆犜犺犲狅狉狔狅犳
犛狅犮犻犪犾犎犻犲狉犪狉犮犺狔犪狀犱犗狆狆狉犲狊狊犻狅狀．犆犪犿犫狉犻犱犵犲：犆犪犿犫狉犻犱犵犲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犘狉犲狊狊．

犛狅狋犻狉狅狏犻犮，犕犻狉犪犪狀犱犑犪犮犽 犕．犕犮犔犲狅犱．２００１．“犞犪犾狌犲狊，犆狅犿犿狌狀犻犮犪狋犻狅狀犅犲犺犪狏犻狅狉，犪狀犱

犘狅犾犻狋犻犮犪犾犘犪狉狋犻犮犻狆犪狋犻狅狀．”犘狅犾犻狋犻犮犪犾犆狅犿犿狌狀犻犮犪狋犻狅狀１８（３）：２７３－３００．

·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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犜犺犻狊狊犲狀，犇犪狏犻犱犪狀犱犔狔狀狀犲犛狋犲犻狀犫犲狉犵．１９８６．“犃犜犪狓狅狀狅犿狔狅犳犐狋犲犿犚犲狊狆狅狀狊犲犕狅犱犲犾狊．”

犘狊狔犮犺狅犿犲狋狉犻犽犪５１（４）：５６７－５７７．

犜狅狀犵，犢犪狀狇犻犪狀犱犛犺犪狅犺狌犪犔犲犻．２０１３．犛狅犮犻犪犾犘狉狅狋犲狊狋犻狀犆狅狀狋犲犿狆狅狉犪狉狔犆犺犻狀犪，２００３—

２０１０：犜狉犪狀狊犻狋犻狅狀犪犾犘犪犻狀狊犪狀犱犚犲犵犻犿犲犔犲犵犻狋犻犿犪犮狔．犖犲狑犢狅狉犽：犚狅狌狋犾犲犱犵犲．

犣犺犲狀犵，犡犻犪狅犺狌犻犪狀犱犛狅狆犺犻犪犚犪犫犲犎犲狊犽犲狋犺．２００７．“犈狊狋犻犿犪狋犻狀犵犘犪狉犪犿犲狋犲狉狊狅犳犇犻犮犺狅狋狅犿狅狌狊

犪狀犱犗狉犱犻狀犪犾犐狋犲犿犚犲狊狆狅狀狊犲犕狅犱犲犾狊狑犻狋犺犌犾犾犪犿犿．”犛狋犪狋犪犑狅狌狉狀犪犾７（３）：３１３－３３３．

犣犺狅狀犵，犢犪狀犵．２００５．“犇犲犿狅犮狉犪狋犻犮犞犪犾狌犲狊犪犿狅狀犵犆犺犻狀犲狊犲犘犲犪狊犪狀狋狉狔：犃狀犈犿狆犻狉犻犮犪犾犛狋狌犱狔．”

犆犺犻狀犪：犃狀犐狀狋犲狉狀犪狋犻狅狀犪犾犑狅狌狉狀犪犾３（２）：１８９－２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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